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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时，寇准与王旦同殿称臣，当王旦任宰相
时，寇准屡次在皇上面前说王旦的短处，然而王旦却
极力称赞寇准的长处。有一天真宗笑着对王旦说：

“卿虽然常称赞寇准的长处，但是准却专说卿的短
处！”王旦说：“臣居相位参入国政年久，必然有许多缺
失，准对陛下无所隐瞒，由此更见准的忠直。”真宗由
此更赏识王旦。当寇准任枢密院直学士时，王旦在中
书省有文件送枢密院，偶尔不合诏令格式，准便上奏
皇帝，王旦因而受到责问，但是王旦并不介意。不到
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中书，也不合诏令格式，堂
吏发现后很高兴地呈给王旦，认为这下逮到机会了，
可是王旦却命送回枢密院更正，并不上奏。寇准大为
惭愧。

寇准曾私下求王旦提拔他为相，王旦惊异地回答
说：“国家将相重任，怎可是求来的呢？”寇准心中很不愉
快。但其后皇帝果然授予寇准节度使同平章事。寇准
入朝拜谢说：“臣若不是承蒙陛下知遇提拔，哪有今日？”
皇上便将王旦一再推荐之事告知，寇准非常惭愧感叹，
自觉度量远不及王旦。而寇准也终不负王旦，成为宋朝
贤相。 （据《联谊报》）

王旦的度量

1920年，蒋兆和在上海的先施公司照相馆从事美术
和服装设计，并开始自修素描、油画和雕塑。1927 年，
蒋兆和结识徐悲鸿后，得到了留洋归来的徐悲鸿悉心指
导。蒋兆和刻苦好学，中西绘画和雕塑突飞猛进，1931年
后，分别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担
任雕塑和西画教授。

1935 年冬，经徐悲鸿推荐，蒋兆和来到北平，为
齐白石雕塑了正面和侧面两件作品，他将西洋写实雕
塑技巧与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巧妙结合，须眉毕肖、栩栩
如生，人物神韵呼之欲出，熟悉齐白石的人看过雕像
后，都赞许有加。其中一件，曾长期摆放在蒋兆和家中
橱柜上。塑像的照片后来先后在《华北日报》《大公报》
《北晨画报》《逸经》《新北京报》等报刊上发表，获得广
泛赞誉。

1937 年 6 月，蒋兆和举办画展，齐白石欣然题词：
“兆和先生与吾友悲鸿君善，尝闻悲鸿称其画。今始得
见所作《人物》三幅，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
中外特见，予甚佩之。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舌也。”赞
誉其笔下人物，在坚持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入了西
方写实油画的技法，美美与共。

1940年 6月，蒋兆和又为齐白石创作了《齐白石八
十岁像》，画中齐白石侧身端坐，银髯鹤发，眼神深邃。
该画以仰视的角度，精心描绘人物面部，展现了齐白石
安详、睿智的神态。

齐白石为答谢蒋兆和的雕塑和绘画，特意绘画相
赠，其中有一幅人物画长年悬挂在蒋兆和的画室中。
1939年，蒋兆和出版第一本画册时，齐白石仔细翻读样
稿，在描绘河北水灾的《卖子图》上，读到“生汝如雏凤，
年荒值几钱。此行须珍重，不比阿娘边”款时，挥笔写下

“妙手丹青老，工（功）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
人”的诗句。蒋兆和后来将齐白石的题诗印在了《蒋兆
和画册》的显著位置，由此亦见证了两位艺术家的亲密
交往。 （据《人民政协报》）

蒋兆和为齐白石塑像

当太阳行至黄经 90度，北半球迎来一年中白昼最
长、黑夜最短的时刻，大地便进入了盛夏的门槛——夏
至。今年的夏至是 6月 21日。

早在春秋时期，古人便通过简单的土圭测影法，记
录下一年中日影最短的那一天。《恪遵宪度抄本》中记
载：“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公元前 7
世纪，周人已经能够精确测定夏至日，并将其纳入国家
历法体系，成为指导农事活动的重要时间坐标。

夏至过后，北半球的白昼自此日渐缩短，正如民间
谚语所言：“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唐代诗人韦应物
在《夏至避暑北池》中写道“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
说的正是这一自然现象。

从周代开始，朝廷便将夏至纳入国家祭祀礼制范
畴，形成了庄严隆重的祭地仪式。《周礼·春官》记载“以
夏日至，致地方物魈”，表明此时祭祀的对象是地神与
百物之灵。《史记·封禅书》记载“夏至日，祭地，皆用乐
舞”，将庄严的祭祀与艺术表演相结合，增添了节日的
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夏至祭地仪式达到空前规模。北京地
坛的方泽坛便是专为皇家祭地而建的重要场所。清代
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描述“夏至，大祀方泽，乃国
之大典”，可见其规格之高。

当朝廷举行盛大祭地仪式的同时，民间也发展出丰
富多彩的夏至习俗。《酉阳杂俎·礼异》记载：“夏至日，进
扇及粉脂囊，皆有辞。”夏至日，妇女们互相赠送折扇、脂
粉等物，既实用又风雅。

饮食习俗方面，南北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夏至
风味。北方普遍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食俗。老北京
人讲究夏至吃生菜、凉面，认为此时气候炎热，食生冷
之物可降火开胃而不伤身。山东各地则流行吃过水
面，将煮熟的面条过凉水后食用，清爽宜人。江南地区
的夏至饮食更为多样，据《吴江县志》记载：“夏至日，作
麦粽，祭先毕，则以相饷。”这种用新麦制作的粽子不仅
是祭品，也是亲友间互相馈赠的礼物。无锡人有“夏至
馄饨冬至团，四季安康人团圆”的谚语，早晨吃麦粥，中
午食馄饨，取“混沌和合”之意，饭后还要为孩童称体
重，祈愿健康。

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蜩始鸣；
三候半夏生。”唐代诗人对夏至物候的描绘尤为生动，元
稹在《咏二十四气诗·夏至》中说“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
中”；韦应物称赞夏至时节的标志性植物荷花“绿筠尚含
粉，圆荷始散芳”；白居易忆及苏州夏至时的节令美食

“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夏，已至。就要跨进下半年了。（据《北京青年报》）

不同朝代的夏至习俗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邮票中，为革命烈士个人发行的纪念邮票只有一套，这就是东北邮政总局
遵照时任松江省（后并入黑龙江省）主席冯仲云的建议，于 1948 年发行的“兆麟将军遇难两周年纪念邮票”。
1946 年 3 月 9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总指挥、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委员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勾结汉奸土匪
暗杀，经过公安人员长达10多年的侦察追捕，元凶大部落网伏法。

名列黑名单之首

李兆麟，1910年 11月 2日出生于
辽宁省辽阳烟台区（今灯塔市），1929
年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 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受
东北民众救国会和时任共青团北平市
委宣传部部长胡乔木的派遣，从北平
返回辽阳开展抗日斗争。此后，他曾
任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

在东北 14年抗日斗争中，李兆麟
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辽南地区抗日
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指挥了
1932年 8月义勇军攻打沈阳的战斗。
此后，他遵照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指
示，在本溪、沈阳开展地下斗争，主持
创立中共本溪地下组织。1933年后，
李兆麟协助赵尚志创建珠河抗日游击
根据地和抗联第三军、第六军。李兆麟
还领导北满抗联部队翻越小兴安岭，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西征，在松嫩平原
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攻克讷河、克山、
三肇（肇东、肇源、肇州）等地。据日本
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计，自 1939年 6
月至 12月，李兆麟率领抗联第三路军
仅在伪“北安省”（今黑龙江省境内）就
与日伪军作战 276次，1942年上半年又
作战 101次，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曾
将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三路军与杨靖宇
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并列为“满洲国
治安整顿之癌瘤”。1945年苏联对日
宣战后，李兆麟和周保中一起，领导抗
联教导旅配合苏军和八路军反攻东
北，先期进占 57个战略要点，开展建
党、建军、建政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
北根据地发挥了先遣队作用。

此后，李兆麟在中共东北局北满
分局和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以哈
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工作，宣传中共和
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积极扩大
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受到中共中央的
信任和重用。1946年 1月，李兆麟被
正式任命为北满分局委员，名列陈云、高
岗、洛甫（即张闻天）之后。1月 26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东
北工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定
李兆麟为东北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
责人之一。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戴笠
就拟定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东北
的整个部署，特别是组建“滨江本
组”，直属军统局和戴笠本人领导。经
过戴笠遴选，张渤生被选派负责筹建
东北地区的特务网，并被任命为“滨江
本组”首任组长。遵照戴笠指示，张渤生
拟定“滨江本组”的工作任务和计划，
其主要内容包括搜集东北地区中共和

人民武装力量的情报、组织暗杀共产
党人和进步人士、收罗汉奸土匪等。
李兆麟在哈尔滨的活动，有力戳穿了
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内战的真面
目，对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反动统治
构成极大威胁。

因此，李兆麟被张渤生领导的
“滨江本组”视作眼中钉、肉中刺，被
列为暗杀名单的首位。当时，张渤生
对特务们解释说：“杀李兆麟，一是因
为他名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实际是
共产党在哈尔滨举足轻重的大头目，
要往共产党致命的地方捅；二是因为
他虽然是共产党，但不是关内来的，更
不是延安派来的，杀了他可能引起共
产党内互相怀疑，挑起派系纠纷；三是
因为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与苏联关系
密切，杀了他，还可能挑起苏联红军对
延安派的怀疑；四是杀一儆百，而且有
利于策反其他共产党人，特别是东北
籍的干部。”

阴谋策划

1945年 10月，国民党特务就开始
了暗杀李兆麟的罪恶活动。10月、11
月，伪满江上军（负责松花江水上防
务）上尉阎钟章两次探悉李兆麟将外
出参加宴会，试图以投毒和绑架等方
式下手，后因宴会取消而未遂。12月
8 日，张渤生再次收到李兆麟外出活
动的情报，亲率阎钟章埋伏于中苏友
协右侧的水道街（今兆麟街），将体态
相貌与李兆麟相似的共产党员、哈尔
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枪杀。

在此期间，张渤生先后主持制定
了 6套暗杀方案。他们针对李兆麟喜
欢步行的特点，拟在路上寻机暗杀。
但在李钧被害后，中共哈尔滨市委立
即决定为李兆麟配备专车，凡出门时
必乘汽车，第一暗杀方案破产。随后，
特务们又策划侦查李兆麟所乘汽车的
行动路线，企图制造“交通事故”，又
因李兆麟行车路线不断改变，特务们
无所适从，第二方案也成泡影。此后，
敌特将重点转向闯入中苏友协直接动
手，并具体制定 3套方案：一是派遣特
务打入中苏友协伺机行刺；二是由特
务何士英、刘希贤重金收买土匪，令其
闯入中苏友协后，采用放火、爆炸、
枪杀等方式谋害李兆麟；三是派遣被
李兆麟处决的抗联叛徒之子、特务
葛新民闯入中苏友协下手。但因中苏
友协防范严密而均告失败。

这时，特务们的诸多方案中只剩
一种，就是抓住李兆麟经常参加各种
公开集会和社交活动的机会，混入其
中下手。有一次，特务侦知李兆麟将
在道里马迭尔饭店剧场集会上讲话，

即令特务刘文升混入会场，拟在报告
结束时突然拉下电闸，趁乱行刺，但等
刘文升拉下电闸时，李兆麟已离开会
场。此后，特务们又搞到两次由李兆麟
主持的内部会议的情报，但这两次会
议一次变换地点，一次提前召开，特务
们又空忙一场。最后，特务们甚至想
乘李兆麟参加“接收大员”举行的各种
会议或宴会时动手，终因担心误伤“接
收大员”而未成。

阴谋一再破产，特务们人心涣散、
互相埋怨推诿。为此，张渤生决定返
回重庆向戴笠汇报工作，同时将窃得
的大量中共和苏军的情报上交军统。
这时，苏军已从对国民党特务一系列
反苏行动的侦查中得知张渤生的真实
身份，遂于 1945年 12月在哈尔滨将其
逮捕，给予“滨江本组”以沉重打击。

再遭暗杀

1945 年 12 月，戴笠的另一亲信
余秀豪被派到哈尔滨，以市公安局长
的身份主持哈尔滨和整个北满的军统
特务活动。余秀豪曾师从美国“警察
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获得警
察行政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浙江警
察学校。在余秀豪主持工作期间，浙
江警校曾被树立为“全国典范”。抗战
期间，余秀豪于 1943 年参与起草了
《中华民国违警罚法》，并任中美特种
技术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当时
与其同为军统少将的，仅戴笠、郑介民、
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寥寥
数人。总之，与张渤生相比，余秀豪干
特务暗杀活动更加训练有素，是个极
为危险的敌人。

自 1946年初起，谋害李兆麟的罪
恶活动，在余秀豪主持下继续进行。
他重新审查张渤生主持制定的几套暗
杀方案，一再指示特务：“考虑干掉
李兆麟的行动方案，一是要利用他与
我们国民党斗争还不太熟悉情况；二
是利用他重感情、讲情谊；三是利用他
豪爽、热情、心直胆大、啥都不在乎等
特点。”这时，国民党特务已经侦悉李
兆麟即将离开哈尔滨，越发加紧实施
暗杀方案的步伐，叫嚣：“不能让李兆
麟走掉，一定要把他勾了！”

政协会议结束后，遵照中共中央
指示，李兆麟以主要精力负责中共在
哈尔滨的“国大”宣传和代表选举工
作。他多次代表中共哈尔滨市委和
中苏友协与国民党“接收大员”交涉，
要求他们遵从哈尔滨民意。针对这
一状况，余秀豪等经过精心策划，决
定以国民党政府要员邀请李兆麟谈
判“国大”代表问题的名义实行诱
杀。鉴于国民党松江省政府主席关

吉玉与李兆麟同为辽阳人，其手下人
员中有人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与李兆麟
在北平救国会共事，李兆麟又曾任苏
军军管时期的副省长等因素，最终确
定以关吉玉的名义行骗。考虑到不
能在关吉玉办公室动手，余秀豪决定
另选行凶地点。后经阎钟章推荐，决
定选用水道街 9 号孙海镜住宅。此
地原是伪满“松浦洋行”，后一度改做
书店，在孙海镜居住期间被张渤生用
做联络点。

特务们还制定了新的谋杀方案，
特务南守善向何士英献计：“李兆麟正
在中年，身强力壮，枪法很准，面对面
地干，恐怕不是他的对手。我是医生，
懂得‘药’的作用，如果先把氰化钾
（氰酸钾锂）放在茶水里让李兆麟喝
下，再下手杀害，恐他有三头六臂也难
逃一个‘死’字。”何士英闻言大喜，即
拨款令南守善购置配备毒药。同时，
刘希贤又以江北松浦派出所所长的公
开身份，以 40 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土
匪高庆三（一说高庆山，匪号镇北）、
孟庆云直接行凶。为逃避罪责，他们
还制定了 3套应急方案，其一是毁尸
灭迹，拟在行凶后由特务阎力维分尸，
将尸块装入麻袋，由刘希贤着警服掩
护高庆三将尸体扔进松花江冰窟。其
二为大肆散布“桃色新闻”，混淆视
听，为此何士英早在行凶前就拟定了
文稿。其三为抛出直接行凶的土匪当
替罪羊。如此紧锣密鼓的筹划，特务
们还忧恐不周，举行预演。

对敌人的暗杀阴谋，李兆麟早已
有所察觉，曾当面质问余秀豪：“听说
有人要暗杀我，我李某抗日十四年，对
国家对人民有什么罪过？是人就把事
情说到当面，干个公开，在背后鬼鬼祟
祟搞阴谋算个什么东西！”中共中央、
东北局、北满分局和中共哈尔滨市委
对李兆麟的安全也十分关心，并最终
决定将他调离哈尔滨去东北局工作。
在李克农领导下，中共情报系统曾多
方侦查敌人暗杀李兆麟的阴谋，并将
情况及时通报有关方面。李立三、
冯仲云等也一再提醒李兆麟注意安
全、加强防范。但李兆麟始终以党和
革命大局为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继
续在虎狼环伺的险境中战斗。他曾对
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毛诚说：“如果我
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
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李兆麟
牺牲后，他的战友每当回忆及此，无不
感到悲痛和惋惜。1946年 7月，李立三
在哈尔滨一次会议上谈起李兆麟时，
仍为“如果我当时坚决要他走，他也许
就不会遇难了”而感伤不已。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兆麟遇害始末（上）

早在几千年前，古代的公务员
们也一样有“朝九晚五”，也有心情
低落、身体抱恙、家中有事等各种
需要“请假”的时刻。那么问题来
了：古代官员要是想请假，怎么
办？流程烦琐不？会不会被驳回？
能不能带薪？罚不罚钱？这些问
题，在古代，其实早就有了非常细
致的规定。

汉代，是我国古代公务制度逐
步成熟的时期，官员的请假行为也
有章可循。汉代的律令中明确规定
了请假制度，比如《汉律》里提到，

“吏病三日不之官，署不白者，罪。”
也就是说，生病三天不上班却不报
备的，主管也要被追责。

请假的前提，是“有因”，比如
病假、丁忧（父母去世）、婚娶、丧
事、天灾火患等，理由不充分轻则
扣俸，重则革职。想随便“摸鱼”？
门都没有！汉简中留下的真实案例
也很生动：有名小吏因家中遭灾请
假五日，结果因未及时归岗被上司
弹劾。可见那时候，请假虽然不
难，但“名正言顺”才是关键，流程
也绝不马虎。

到了唐朝，请假流程更正规
了。依据《唐六典》与《通典》，各级
官员若需请假，必须递交“请假牒”
或“请事状”，写明请假理由、时限
和去处，交由上级批准，方可离任。

官职越高，程序越繁。一般县
令请假须报州府，州刺史请假要报
道司，若是京官请假，必须由尚书
省批准，有的甚至要报皇帝亲批。
唐代甚至设有“留守官”制度，即一
旦一名官员请假，其事务由指定人
员代理，不可出现“衙门空转”。不
过唐朝对病假还是相对宽容的。
《旧唐书》中有记载，有位官员患病
三年，朝廷体恤其劳苦，特准其在
家疗养，官职不降，俸禄照发，实属

“国之厚道”。
宋代的请假制度体现得更为

制度化。《宋会要辑稿·职官》里记
载，宋代官员请假分为“公假”（公
事出行）与“私假”（婚丧病事）。每
年请假天数有限，假满即回。若逾
期不归，则被定性为“稽归”，要写
报告说明原因，严重者撤职查办。

宋人苏辙曾在《仇池笔记》中
提到：“上林令假归，过期三日未

返，吏部促之。其人自陈，母病危
笃，望赐再假三日。”这说明，宋代
官员请假延误，必须重新申请，并
说明理由，且不能无限期拖延。宋
代还有“差使交接”制度，官员请假
离任前，必须与代理人完成职责交
接，以防政务中断。这在如今的公
务员工作中，仍有类似操作，足见
制度的传承之久。

明清两代对官员请假的规
定，更是细化到了“日”，并写入
《大明会典》《清律例》等核心政典
中。明代规定，“文武官员丁忧
者，得假三年，服阕方可复职”。
若遇“母丧在职”而未能即归，会
被视为“不孝”。

清代则规定：京官请假三日以
内，由本部核准；超过三日，需由吏
部备案；超过一月者，要报请皇帝
批准。对于地方官员，还规定“出
省必奏”“越职不得请”。一位知县
要去隔壁省探母，必须经道台、巡
抚、总督层层批示，才可成行。

而且请假还要“销假”——归
来必须面见上司或递交书面“复
任表”，说明归期与工作恢复情

况，手续一点也不比今天的 OA 系
统简单。

尽管流程繁复，但古代也并非
一味刻板，偶尔也有暖意柔情。例
如宋真宗在位时，有位小吏家母重
病，不敢请假，只能天天以泪洗
面。消息传入朝廷，真宗特下诏
书：“人子不忍离母，朕所同情也。”
不仅准假，还拨俸赈济其家。类似
的温情例子，在清代《宫中杂记》中
也有多处记载。

此外，古人也讲“天人之理”，
若遇灾疫流行、大雪封山等不可抗
之事，也可临时补报，不作违纪处
理。这一点其实与现代“不可抗
力”概念如出一辙。

（据《山西晚报》）

古代公务员如何请假


